
看的辯證：

展覽櫥中的香港

●  任　海

* 本文英文稿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Culture, Media and the Public”國際會議（香港，

1997.1）中宣讀，經會議主辦者「香港文化研究計劃」同意在本刊以中文先行發表，謹致

謝意。

這文化空間⋯⋯名為香港⋯⋯一個由不同速度與時間所組成的不規則

空間；一個特別抗拒線性或時間性表述的空間。

Ackbar Abbas 1

本文要探究的是，在從英國殖民

地過渡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社會處境

中，香港作為一文化空間與它作為歷

史再現之間的關係。我們首先探討

的，是使概念獲得具體指涉的展品之

詮釋力與對世界有所指涉的展覽之間

的關係。本文將追溯本世紀初葉的展

覽會觀念，特別論及如何運用展品及

展覽會去宣揚中國民族主義、英國殖

民主義及香港資本主義。「以展示來

述說」（Telling-through-showing ）成為

規範香港日常生活的展覽複合體，尤

其製造業發展出來視覺傳播技術後。

透過排列事物（主要是工業展覽中的

展品），中國民族主義、英國殖民主

義及香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得以例

解。在60年代，「以展示來述說」的意

識形態從資本主義擴展到文娛及文化

領域。

在對「以展示來述說」作歷史分析

後，本文會分析歷史再現及產生香港

身分認同之間的關係。第二部分詳細

考察博物館在¾述想像的香港社群史

中所扮演的角色，集中探討香港歷史

博物館及其長期性的展覽項目：「香

港故事」，以說明香港在該展覽中如

何被表述為一「自然化」的範疇。在這

「故事」中，「城市」被說成是香港「本

質的」標記；相對而言，「農村」的表

述只是為了襯托「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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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築ç博物館展覽的城鄉對列的

邏輯，也同樣出現在本文第三部分的

焦點——古蹟教育中。在這部分，本

文會分析作為港府古蹟教育計劃其中

一環的新界屏山文物徑，如何透過屏

山的歷史建築轉變空間的意義，以及

由文物徑所產生的論說如何同時觸及

本土認同建構的協商。本文還會討論

由屏山鄧氏所建立的本土另類博物館

展覽，以揭示出歷史表述與本土處境

之間的複雜關係。

在結語部分，本文將歷史再

現與香港認同的產生之間的關係，

放在由英國殖民地到中國特別行政區

的歷史過渡之脈絡中來討論。尤其

關鍵的是，對香港群體認同的歷史

表述，不單受制於英國及中國殖民

主義，同時亦受香港跨國資本主義的

影響。

以展示來述說

展覽一方面涉及制訂和修改物品

的內涵，同時也涉及規管社會的過

程，使對物品內涵的制訂和修改成為

社會論述不可分的一環。公開的展覽

會及節慶形成了一個既超越意識形

態，又規管公眾的社會空間。在香

港，包括述說與展示的展覽會觀念，

首先是由工商業的展覽會發展起來

的。

成立於1933年的香港中華廠商聯

會，在發展意識形態的視覺表述上扮

演了重要角色。該會在1937年到1949年

間，舉辦過七次大型的「國貨」展覽，

它們都緊繫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

而港府對此亦採取容忍態度。舉例來

說：獲國民政府支持的1939年展覽分

為6個展區，分別是：民族、民權、民

生、自強、自由、自治2，而這正是

基於國民政府的三民主義原則。

「以展示來述說」的展覽複合體把

表述技巧與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相連。此複合體把工業產品轉化成

文化產品，工業製造商因而成為了

文化製造商。1939年的展覽會組織者

聲稱3：

我們中國人的產品數量正與日俱增，

其品質亦精益求精。把它們更廣泛地

介紹給同胞認識是很重要的。我們如

何能完整地認識那麼多產品呢？這實

在不容易。所以我們才組織那麼一個

展覽會，好讓全國的產品都能一起向

公眾展示。這是認識國貨的最好方

法。

展覽會的目的，在推廣香港華人

資本家的產品及中國製造的產品。國

貨包括了絲綢、綿織品、電器、玩

具、化妝品、藥物、糧食、皮革、橡

膠、玻璃、雕刻、傘、文具、火柴、

牙刷及肥皂。國貨觀念把工業製品與

「國家」連結在一起。民族主義不單在

消費國產製品的活動中而且亦在展覽

的過程中得到落實。在此所呈現的特

定意識形態，乃是由中國工業發展所

徵示的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進步（儘

管它是在英國殖民地政府統治下的創

作）。

作為英國殖民地，香港亦參與在

英國本土舉行的展覽會。早在1886年，

英國政府要求香港政府參加在倫敦舉

行的「殖民地及印度展覽會」。香港

也有參與1 9 2 4至1 9 2 5年在溫布萊

（W e m b l e y）舉行的「大英帝國展覽

會」。英國政府用展覽會作為「形成以

帝制體系為中心觀念的具體媒界」4。

香港的參與是要表明其「作為大英

1 9 3 7年到1 9 4 9年

間，香港中華廠商聯

會舉辦過七次大型的

「國貨」展覽。國貨觀

念把工業製品與「國

家」連結在一起。民

族主義不單在消費國

產製品的活動中而且

亦在展覽的過程中得

到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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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展覽會結束後，帝國研究所

開始收藏香港出口製品的樣本。

香港在1948年首度參與在倫敦舉

行的「英國工業博覽會」。香港的博覽

會委員會主要由中華廠商聯會組成，

志在以「工業、銀行等類的項目，顯

示殖民地的成就。在展覽會中，為海

外買家提供香港的產品與服務」，

並接觸英國的工業家及拜訪英國的工

廠5。400平方尺的展覽空間放滿了

「優秀的實用產品」，例如紡織品、

帽、橡膠製品、食品、醃薑、煙草、

手電筒、肥皂及油漆等。這類商展會

亦「教育」香港代表，並帶給他們對工

業的新展望，進而影響他們看待本土

工業的態度。該委員會視「英國工業

博覽會」是「帝國的核心，而香港是其

中不可缺的單元，那些以香港為家的

人在這ï是受到歡迎的，因為他們是

我們稱為帝國的那更大的整體的其中

一員」6。

香港參與在英國的展覽，是殖民

地教育的一環。表述香港時所用的觀

念，明顯與英國殖民主義有關。這不

單只是因為香港在英國被表述為大英

殖民帝國的一部分，它更被表述為是

與中國分離的實體。這種香港的本土

認同取向，仍可見諸1949年在香港舉

行的國貨展覽會中。

在60年代，「以展示來述說」的表

述方式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文娛活動，

而這個年代正是香港認同出現的時期。

舉例言之，在1967年的「暴動」中，香

港人視自己為與殖民地政府及其中國

祖國皆有分別的另一個社群7 。在

60年代後期，港府開始回應香港本土

所產生的社會問題。

在1967年「暴動」後，港府決定解

決勞工問題，例如就業及健康等問

題，並花更大的努力去處理香港本地

人的文娛康樂活動。這一政策促使港

府資助一系列文娛康樂活動，如香港

節、擴建公園、運動設施、圖書館、

博物館及劇院等。香港市政局亦於

1973年正式成立，其主要功能是管理

環境;生、文康服務及「文化」，其工

作範圍從街道清潔、火葬場運作、食

物檢查、菜市場管理、以至娛樂設施

如公園、游泳池、體育館、圖書館、

劇院及演唱會場等。

港府對香港日常生活的政策是旨

在維持對香港人的控制，但事實上，

這也在無意之間容忍了香港歸屬感的

發展。例如，第一屆香港節在1969年

12月舉行，它營造了一種閒適的昇平

氣氛，同時亦使香港人生出一種甘苦

與共的感覺。《華僑日報》就香港節作

出如下社論8：

香港不是一個國家，但卻是一個現代

化的社會。香港市民其實絕大多數是

中國人，但卻是香港市民。在這種情

形下，香港之地位、文化精神、風俗

習慣都與中國有密切關係，或者可以

說是分不開的。我們苟能發揚中國傳

統的文化精神，貫徹中國的道德，視

香港為第二故鄉，深信必能漸漸建立

香港的精神文明，改良香港的風俗習

慣，使到香港前途之發展更為美滿。

簡單一句話，就是凡屬在香港生活，

在香港工作的市民，都應該愛護香

港，關心香港，將個人與香港的關係

拉得更為密切。

所以，「香港」變成一個建構歸屬感的

場所。系列的節日及展覽會形成了

「香港」的文化領域，而它慢慢演變成

差異的空間。

60年代是香港認同出

現的時期。舉例言

之，在1967年的「暴

動」中，香港人視自

己為與殖民地政府及

其中國祖國皆有分別

的另一個社群。這在

無意之間促成了香港

歸屬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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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三至一八九三年）」、「城市——

城市新路向：思想及生活的革新

（一八九四至一九四一年）」、「日治時

期（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及「當代

香港」。展覽的主題是「城市」的發

展，佔了展覽場地總面積超過三分之

一。該展覽通過「歷史圖片、檔案文

件、農具和模型，並輔以視聽和多

元感覺設備、立體景觀及街道布景，

展示香港如何由細小漁村發展成為

大都會」bm。

這展覽建構了一個「鄉城演進」的

架構，並以此使「香港」成為一自然化

範疇。在這「故事」中，「城市」被塑造

成「香港」的基本標誌。「城市」被述說

為都市化的同質過程，始自歐洲人的

來到及他們發現了香港的「農村」。展

博物館與「香港故事」

自城市博物館和藝術館在1962年

落成以來，香港的博物館便成為教育

公眾的工具。它們與墳場、火葬場、

殯儀館、娛樂廣告、環境;生、食物

;生、小販管理、市場管理等等被列

入同一個範疇。政府的博物館條例竟

屬「公共;生」法令。博物館被政府視

作日常生活的一環，因而博物館與政

府的連繫多於與公眾的關係，故它其

實不是公共文化的一部分。本節將考

察香港歷史博物館在表述香港史時所

擔當的角色，探討它如何透過長期

展覽「香港故事」，建構一「自然化」的

範疇——香港。

香港歷史博物館於1975年正式落

成，目的是「記錄」及展示「塑造現代

香港的歷史、社會及文化變化」9。博

物館在保存及展覽本地歷史上扮演ç

重要的角色。自80年代中期以來，博

物館主持了多項與本地史關係密切的

計劃。1987年，博物館推出一項名為

「香港人及其生活」的兩年計劃bk，這是

香港第一次強調「平民百姓」的歷史。

至於有關香港史最重要的計劃——

「香港故事」，則是始於1991年的長期

展覽。展覽的目的是希望「能喚起市民

對香港歷史的興趣及加深他們對香港

六千年蛻變歷程的認識」bl。這個佔地

1,302平方公尺的展覽，是在本地舉行

的同類活動中規模最大的。它記述了

香港自新石器時代到1984年中英簽署

《聯合聲明》為止的政治、經濟及社會

發展，包括「自然環境」、「早期居

民」、「農村」、「城市——割讓及早期

發展（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一 年）」、

「城市——社會的發展及地區的拓展（一

八五二至一八六二年）」、「城市——

貿易、工業的發展及社會組織的建立

在「香港故事」中，

「城市」被塑造成「香

港」的基本標誌。「城

市」被述說為都市化

的同質過程，始自歐

洲人的來到及他們發

現了香港的「農村」。

更重要的是，香港不

是因為它自己在歷史

中的位置而被發現，

卻是因為它與中國的

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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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文字，解釋了這個發現的過程：

一七五七年之後至一八四○年代五口

通商以前，廣州是唯一對外開放的商

港。駛往該市的外國船隻，均需經伶

仃島和虎門，沿珠江前往。這些船隻

經長途航程後，通常會在香港停泊，

補給食水。南丫島、鴨(洲及石排灣

環繞0的港灣，是一個船隻寄碇的天

然良港。海員們在現今華富:旁的一

條瀑布汲水後，便續航前往廣州。該

停泊點附近有一條香港村，西方人誤

以為它是整個島的名稱。

這個「發現」的論述把香港的「農

村」跟以歐洲人時空為同質中心的世

界史相連起來。在這種「發現」的論述

中，歐洲人不只發現了一個水源，也

發現了島上的原住民。更重要的是，

博物館把香港島定位在對中國奇妙的

「發現」的脈絡中。在展覽中，如果不

是因為歐洲人的發現，香港是無法進

入世界史的。再者，在這表述中，

香港不是因為它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

而被發現，卻是因為它與中國的連

繫。香港之所以被發現，是因為中英

鴉片戰爭（1840-1842），戰後，香港

被割讓給英國，在此香港開始進入

「城市」的歷史：土地買賣、歐洲貿易

公司的設置及歐洲與中國人口的遷

進。「都市化」的表述是與渣甸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Lindsays

Company，顛地洋行（Dent & Co.），

Russell & Co. 等公司連在一起的。因

此，商業，尤其是英國人商業的出

現，成為都市化的標誌。再者，這一

過程又只見於英國人的聚居地，即港

島上的維多利亞城。歐洲旅行家／

藝術家的「歷史畫」被用作「真實地」

呈現維多利亞城的主要媒介。參觀者

所接觸到的，其實是歐洲人所描繪及

理解的「城市」。「城市」的實貌，是基

於對再現的表述。

「為了使觀眾明瞭十九世紀末年

香港的風貌」bn，展覽會場重構了一條

「街道」，更為具體地展示了「城市」的

發展。根據昔日照片影像重構的「這

條街道把中式店鋪與歐式建築對列，

重塑了十九世紀的典型街景」bo。街道

採取了拱廊式的表述方法，使參觀者

儼如置身於街道的「購物者」。街道

一旁的西式建築包括屈臣氏（A . S .

Watson & Co.）的正門，以及Lammert

Brother、Hong Kong & Kowloon Wharf

& Godown Co. Ltd.、連卡佛百貨公司

與天祥洋行（ Lane Crawford & Co.

Department Store and Dodwell & Co.,

Ltd.）及香港上海匯豐銀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等

公司的展示窗。參觀者不單可以從展

示窗中看到這些公司的製品，甚至可

以進入每一單元內細看更多展示的物

品。這種空間的布局，鼓勵參觀者接

近博物館所提供的相關訊息，包括郵

遞和電報設施、船務、銀行、電力、

填海、水庫、交通等。反之，在街道

另一旁的中式商鋪，博物館提供了一

系列實物大小的建築物正面，包括茶

樓、鹹魚鋪、會館、賭檔、當鋪、算

命攤及一揉合中西式建築風格的房

舍，乃至一條中環的後巷。這些陳列

品所呈現的是本地百姓的日常生活。

娼妓及賭博這些港府面對的社會問題

被清楚凸顯出來。當參觀者走在街道

的這一邊時，只能看到在這些建築物

前面所展示的陳列品。

在拱廊式的表述中，有三個值

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拱廊本身的意

義、博物館的拱廊設計及拱廊與二十

香港歷史博物館內的

拱廊設計，採納了小

資產階級意識的商品

拜物教：它增加參觀

者對消費拱廊內每一

單元所提供的資訊的

欲望，但它卻又不提

供真正出售的商品。

再者，透過拱廊的設

計，博物館建立了一

組有關「香港」城市

「不能被遺忘」的意義

記憶。



看的辯證： 111
展覽櫥中的香港

世紀資本主義的關係。莫爾斯（Susan

Buck-Morss ）曾指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二十世紀初曾以拱廊設

計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的工具bp。對本

雅明來說，十九世紀的拱廊是「內在

意識的物質摹本，甚或是集體夢想的

潛意識」bq。本雅明將外在的經驗與內

在的記憶相結合以批判「小資產階級

意識的所有錯誤」：商品拜物教、

物化、世界的「內在性」（w o r l d  a s

“inwardness”）及其諸如「流行時尚、

娼妓及賭博」的烏托邦夢想br。本雅明

的拱廊設計是為了展現一集體的歷

史：「被遺忘的生活。」bs

香港歷史博物館內的拱廊，採納

了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商品拜物教：它

增加參觀者對消費拱廊內每一單元所

提供的資訊的欲望，但它卻又不提供

真正出售的商品。博物館的拱廊設

計，幾乎把商品崇拜的物質方式轉變

為文化方式。再者，透過拱廊的設

計，博物館建立了一組有關「香港」城

市「不能被遺忘」的意義記憶。換言

之，「香港」的「城市」被導進想像的集

體歷史潛意識中。在步入拱廊的同

時，參觀者進入了香港城市的潛意識

記憶。拱廊作為城市的載體，並不是

中性的，因為拱廊本身就是西方大都

會的全球性、同質性的特徵。所以博

物館的拱廊設計是與西方帝國主義，

乃至於在這個例子中所顯現的殖民主

義意識形態密不可分的。

香港被表述為「城市」或「大都

會」，但它並不是指任何大都會而是

專指西方式的。香港作為大都會與香

港作為全球系統（包括全球史）之間的

連繫，在展覽中顯得十分明確。然

而，在展覽中，香港的大都會形象與

它的殖民地處境之間的連繫從未被明

顯提及。把「香港」建構成大都會，是

西方大都會之論述在日常生活中體現

的一例。

博物館把「香港的居民及生活」作

為「從漁村到重要大都會的香港發展」

的重要主題，它透過把人放在「城市」

的脈絡下來達成此意圖。拱廊只不過

是建構「人」與城市關係的其中一個例

子。事實上，香港的「農村」形象只是

作為對城市論述的陪襯。

「農村」作為「城市」的映襯，首先

見諸對「漁民」的表述。博物館透過展

品的陳列，說明了帆船、海神崇拜的

角色及漁民的生活形態。關鍵展品是

一艘船屋。參觀者能看到它的內觀及

一個在縫衣服的婦女模型。歌曲及水

聲的錄音反覆播放，八幅黑白巨照顯

示船隻及船民的活動（如在搖船）。

「農村」的第二個展覽環節，集中在介

紹早期香港居民的「謀生方式及生活

形態」，其中包括了農耕、養珠及產

香，此外便是宗族組織、儀式及信

仰。「農村生活」的標籤說明這樣寫：

十九世紀初期，新界基本上是農

業區，山間有數個廣闊的山谷、很多

塊細小的農地，同時零星夾雜0數個

市鎮。夏秋二季，是每年兩造食米收

成期。農民一般至少花上半日行程，

抬0農產及禽畜到市鎮出售或交換。

農村生活，須循0特定的模式。

除種米外，還舉行一系列的農村活

動，以應族人的需要，這些活動計有

遵奉祭祖儀式、管治祖業（包括屋和

田地）、照顧長幼（例如給子女供書教

學、奉養年長者）、協助籌辦紅白二

事、修葺祠堂等。

這一說明被置放在一重構的村屋

內，「以闡明十九世紀香港郊區的農

村生活」。在此所表述的時間，即十

十九世紀村屋與十九

世紀拱廊式城市街道

同時並列。然而，名

為「新界」的這塊地緣

政治疆界，在十九世

紀末期以前根本就不

存在。所以，展覽中

所宣稱的香港「農村」

只是一種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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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這一演進的時間架構中，農村

被建構為城市發展前的早期階段。而

代表「農村」的主要項目，即村屋，產

生出明顯的城鄉對比效果而不是一線

性的聯繫。這十九世紀村屋與前面討

論的十九世紀拱廊式城市街道同時並

列。但這矛盾的共時性，卻揭示了在

展覽中城鄉演進架構的虛構的種種現

象。此外，這種共時性也把新界轉化

成香港的「農村」形象。但這塊名為

「新界」的地緣政治疆界，在十九世紀

末期以前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展覽

中所宣稱的香港「農村」只是一種想

像。傢具、食物容器、�、母子人

像、衣服、農具、盤籃等展品，皆被

用以構架一個想像出來的香港。

當「農村」形成一想像的空間時，

人物也給加進去，這包括了四個民

系：本地、客家、蜑家及福佬。在展

覽中，他們是以服式來區別的。在這

一單元，廣播系統介紹每一民系時均

會播放一首歌曲。歌曲是據展示的先

後次序來播放的，分別是客家、蜑

家、福佬、本地。當歌聲響起時，聚

光燈便把焦點射向相關族群的展品，

而照射其他族群的燈則轉暗。燈光就

這樣隨ç錄音作相應的轉移，機械裝

置的運作便指引ç參觀者。播音、照

明、展品及對這些組件的安排，使參

觀者進入香港「農村」人的世界。

這想像出來的「農村」，挪用自

1898年前的中國廣東省南方。也許更

適當的說法是，香港的「農村」形象來

自於十九世紀的中國農村。但展覽中

卻沒有清楚說明，從廣東省南方農村

到港英殖民下的新界的社會變遷。當

現行的香港地緣政治邊界逐漸被確定

後，廣東省南部亦逐漸在英國殖民化

過程中被塑造，並被轉化為現時香港

整體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農村」模

式的表述，不可能對這一過程進行詮

釋。根本來說，這一表述侵蝕了博物

館建構現時香港集體認同的努力。

為了表述從「農村」到「城市」的發

展，博物館把「香港」變成一自然的範

疇。「香港」一詞既可單指香港本島，

即還沒有包括新界，也可指包括港

島、九龍及新界。博物館所製作的

「香港」主題，是超過現時香港的地緣

政治邊界的。換言之，「香港」與英國

殖民地並不相同，它是由「城市」與

「農村」構成的。由「農村」到「城市」

的演進，香港的「農村」形象反映出英

國殖民地誕生前的年代，而其「城市」

形象則繫於英國的殖民化。香港的過

去是挪用中國的過去，使之成為香港

自然史的一部分。

當「香港」成為一自然化的範疇，

它也成為一地緣政治範疇。歷史重寫

的技巧造就它的形成。在¾述歷史的

過程中，博物館機構扮演ç重要的角

色。香港的「自然化」，創造出群體的

特有認同。香港的空間住滿了由中國

移居及現時香港版圖內的原居民。

古蹟保存、文物教育及
其本土處境

歷史表述為香港創造了新的時間

性。在此，一切社會時間被轉化為一

中心化的時間，各類社會空間皆被轉

進一特定的場合，不同類別的人口成

為一群整體。表述歷史「不斷地修補

連結過去與現在的結構的缺口，以確

保一種戰勝時間暴力與分割的『意

義』。它為參照物及共同價值創造出

一個場所，藉此確保群體的一體感及

『象徵的』可溝通性⋯⋯它把各種分隔

由「農村」到「城市」的

演進，香港的「農村」

形象反映出英國殖民

地誕生前的年代，而

其「城市」形象則繫於

英國的殖民化。香港

的過去是挪用中國的

過去，使之成為香港

自然史的一部分。當

「香港」成為一自然化

的範疇，它也成為一

地緣政治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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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與事重新聯合於一體之中，並藉

表述本身來顯現」bt。

歷史表述不單只涉及博物館，也

與古蹟保存有關，後者在塑造一集體

的香港認同上扮演ç極其重要的角

色。古蹟保存為歷史表述提供資料。

保護那些作為歷史文化遺產具體表徵

的歷史建築，無疑有助培養強烈的歸

屬感ck。古物古蹟辦事處舉辦會議、

展覽，並為學校設計課程計劃。規劃

香港文物的其中一項最重要舉措，是

重組新界屏山一系列的歷史建築，並

將之闢為屏山文物徑，這計劃分別獲

得屏山鄧氏、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及

;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贊助。香港旅遊

協會亦有組織旅行團參觀該文物徑。

屏山文物徑把古蹟保存與香港集

體認同的建構計劃相聯。這文物徑成

為一種旅遊方式，即在特定的社會空

間內操控人群的活動。作為抽象概念

範疇的「香港」，便在觀光活動中被

傳遞。1993年12月12日，該文物徑

由港督彭定康主持開幕典禮。古物古

蹟辦事處開放該徑，是因為它「將多

座典型中國傳統建築接連起來，信步

可達，使市民只需花半天遊覽時間，

便可領略到過往新界的傳統生活面

貌」cl。

屏山文物徑（圖中粗

線部分）把古蹟保存

與香港集體認同的建

構計劃相聯。這條文

物徑成為一種旅遊方

式，即在特定的社會

空間內操控人群的活

動。作為抽象概念範

疇的「香港」，便在觀

光活動中被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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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義的「市民的興趣」。它們包括

「香港唯一的古塔」、「本港最大的祠

堂」、「一古圍村」及「專為村中子弟準

備科舉考試而建的書室」。路徑是經

過謹慎挑選的。文物徑北端有一座

建築：一座當地居民已棄置不用的公

所，它象徵ç1899年本地人對英國人

的反抗cm。可是，它卻沒有被納進文

物徑內。儘管該建築物的內部已淹

水，但它其實還保存ç不錯的外觀，

只是作為一個反抗的象徵，它顯然

不能被港府納入對香港史的表述中。

紀念，其實是一個選擇的過程。被排

除的部分其實包含了血í斑斑的見

證，「它是引起社會困窘的建築」cn。當

然，當地居民仍然憶及它的作用，

它的意義還沒有從社會記憶中被抹

掉。

在歷史保存的脈絡下，赫茨菲爾

德（Michael Herzfeld）區分了兩類時

間：社會時間及紀念時間。「社會時

間是日常經驗的材料⋯⋯那是賦予事

件真實的時間⋯⋯。相反來說，紀念

時間是化約的及通稱的。它化約社會

經驗為集體的期望，其焦點指向由類

別及固定類型所建構的過去。它的極

端形式是民族國家的時間脈絡。」co所

以，被重構的時間便不再是碎裂的。

政府把本地廟宇、民居、祖祠及書室

重新置放在文物徑中，用以創作出一

個新的時間架構，即紀念時間。隨ç

社會時間轉化為紀念時間，空間的意

義亦發生改變。屏山成為一「古蹟社

區」，吸引了來自香港及世界各地的

遊客，它在古蹟保存的基礎上為建構

「香港人」社群作出了貢獻。

空間意義的改變，是一個在原居

民與政府之間持續的談判過程。對當

地的鄧氏家族來說，空間的意義是來

自於他們對風水（即空間秩序）的信

念。組成屏山文物徑的建築原是鄧氏

家族所有，主要的建築包括覲廷書

室、鄧氏宗祠、愈喬二公祠、聚星

樓、上璋圍，共同形成一鄧氏家族用

以自;及保存風水的建築群。這些村

落及建築建於不同時間，但它的設計

主要在維護風水。鄧氏家族相信，當

本地居民依從空間秩序的指示時便得

到保祐，否則就倒楣。族中長者鄧聖

時說：自從英國人來了這一帶，並在

兩座宗祠後的主山頂上蓋了一座警

署後，整族都走向衰落。對鄧氏家族

來說，警署破壞了空間的完美結構

並使其意義發生轉變。自從英國人在

1899年佔領屏山，原居民的風水信

仰便成為一種政治鬥爭。1898年3月

28日，警隊的英裔高級警司要在屏山

建立警署時，原居民便因為這座建

築會損害屏山的風水而與他爭論cp。

布政司駱克（Steward Lockhart）於是通

告長老們，警署會建在「最合宜的位

置」上cq。

自從英國人統治新界，鄧氏家族

為了維持該空間的原先意義而不斷進

行抗爭。故保存古建築，可以視作恢

復原有空間元素的手段。該族不單讓

政府修繕一些廟宇及書室，他們也動

用自己的資金修理古舊建築。舉例來

說，他們在1991年花了430萬港幣修

繕鄧氏宗祠。據政府與該族達成的協

議，如果政府資助該宗族時，他們不

能改變修復後建築的面貌。鄧氏只讓

政府修復書室、廟宇和那些被視為重

要性不及兩座宗祠的建築，而他們則

自行資助修復鄧氏宗祠，以繼續掌有

決定空間意義的風水元素。該族亦運

用這些歷史建築物去證明鄧氏祖先是

知書識禮的書香世代cr。

該宗族與古物古蹟辦事處充分合

藉由與古物古蹟辦事

處充分合作，屏山鄧

族向市民開放自己的

產業，從而參與了官

方所建構的香港歷

史。不過，該族亦尋

求他們自己對本地史

的詮釋。他們讓參觀

者對鄧氏，尤其重要

的是對個體的生活有

更多了解，這與文物

徑以集體為焦點很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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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開放自己的產業給市民參觀，從

而參與了官方所建構的香港歷史。在

人口已不算少的屏山地區，本地原居

民容忍ç因持續增加的參觀者人潮所

造成的不便。鄧聖時說，有些時候他

得先等遊客在門前的甬道走過後，才

能打開自家的門。

該族亦尋求他們自己對本地史的

詮釋。舉例來說，若經過預約，鄧聖

時願意免費開放其父親及祖父的祖居

給參觀者參觀。這些祖居不屬於文物

徑，但卻與文物徑十分接近。在向參

觀者開放自己的產業時，鄧先生讓參

觀者對鄧氏，尤其重要的是對個體的

生活有更多了解，這與文物徑以集體

為焦點很不同。家族妥為保存的民房

包括一個主房、兩個耳房、未婚女子

的閨房、新娘房、榖倉、磨房及一個

廚房。那是五代之前（即約160年前）

建成的。鄧先生就是在這ï出生的。

當文物徑在1993年開放時，他也向市

民開放自己的房子。鄧先生把房子中

的部分傢具移到其他建築，並將之重

新安排以便展示一個家庭的日常生

活。展覽品包括飲食器皿、烹調用

具、衣服、傢具、祖先神龕、字畫及

家庭照。大部分都用中文標籤解釋。

據主房祖龕的一項標籤說明：

一望而知，中國人十分尊敬祖先，信

仰神佛，所以祖先牌位被擺放在至高

無尚的位置⋯⋯中廳正中至尊的位置

擺放0最華麗最莊重的木鏤神台、祖

先牌位和錫香案。這種安排和我國各

地並無二致，代表了最重要的民俗——

孝德。

在鄧先生的詮譯中，他用的是

「中國人」而不是華人或香港人。因

此，鄧先生把展品所意指的「文化」連

上「我國」（中國），儘管他的文化概念

完全是基於屏山的地方處境。

歷史建築及其相關的製品不單

被用作建構集體的香港認同，亦是顯

示中國臨現之暗碼。所以，這些建築

的意義完全端賴於我們如何詮釋。

在1995年12月17日，當我在那向公

眾開放的屋子內拜訪鄧聖時時，他指

ç主房的祖龕說：「陳放在這ï的祖

龕代表了一種中國風俗⋯⋯中國人是

認真敬祖的。英國人挖我們祖先的

墓，惡意羞辱我們⋯⋯由於英國人破

壞了合作的基礎，所以我們關閉文物

徑。」

鄧先生所指的關閉文物徑，緣於

1995年8月10日政府在屏山稔灣移走

兩座有兩百年歷史的鄧氏祖墳。為了

解決未來25年香港垃圾堆放的問題，

政府提出新界西部堆填發展計劃，而

兩座墳墓正好座落在計劃預定地上。

據政府稱，如果墳墓所在的區域被排

除在計劃以外，則堆填區的容量將減

少30%。若要彌補這個差額，政府將

要多花12億港幣發展其他土地cs。政

府與該族之間的談判在1991年開始。

在1995年4月，政府以170萬港元作為

鄧氏自動搬移墳墓的補償。該族則提

出「風水交換」，要求政府拆除屏山警

署並在原址興建公園。可是協議無

法達成。政府下令該族在1995年5月

28日前遷走墳墓，後來又把期限延至

6月30日。該族開始不讓旅遊團進入

（尤其那些由香港旅遊協會所組織

的），以抗議政府的命令。

當政府移走他們的祖墳後，該族

在1995年9月3日召開一次會議，商討

對策。席上，他們決議關閉文物徑。

族長鄧潤福就1995年9月26日關閉文

物徑發表聲明，並在1995年10月7日

將之刊登在香港各大報章上。據該聲

文物徑北端有一座建

築：一座本地居民已

棄置不用的社區公

所建築，它象徵�

1899年本地人對英國

人的反抗。作為一個

反抗的象徵，它顯然

不能被港府納入對香

港史的表述中。紀

念，其實是一個選擇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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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羞辱創造歷史古蹟的祖先及在

現在奮身保護他們的人」ct。該族亦指

責政府失信於民，沒有履行尊重新界

風俗包括不應移走祖墳的承諾dk。

除了抗議政府移走兩座祖墳外，

該族一再要求政府以拆毀警署作為賠

償dl。如果警署被移走，原先的風水

便能得以修復，空間得以去殖民化。

如果文物徑轉換了屏山歷史建築的意

義，那麼，關閉文物徑則為鄧族創造

了一個機會，重新協商被英國殖民化

後所改變的新界空間意義。對文物徑

的遊客來說，他們可以看到被政府精

心引導的香港的過去；對屏山的居民

來說，文物徑成為一個重新協商殖民

歷史的手段。

屏山文物徑改變了¾述與社區之

間的關係。本土及氏族取向的論述被

香港取向的論述所取代。然而，儘管

鄧氏仍樂於用他們的房子去闡述香港

的歷史，他們並沒有放棄詮釋歷史的

控制權。他們為遊客免費提供自印的

本地史資料，甚至開放更多的產業給

遊客參觀並舉辦自己的展覽。重要的

是，他們掌有對文物徑上建築物的使

用權，如果有需要的話，他們大可關

掉該徑。

歷史的縈繞

在香港的脈絡中，若以殖民者及

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來研究殖民史，

那恐怕會徒勞無功。陳清僑在對後殖

民論述的批判中指出，香港不可能是

後殖民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香港

人及他們流行的想像「很大程度上仍

受制於一系列未被察覺的規管制度，

既或察覺，亦不會涉及他們的文化表

述的境況」dm。殖民主義是主要的規管

制度之一。香港的歷史表述太緊繫於

殖民主義，又或者是受制於殖民及近

期的（後）殖民現代性。只有在表述香

港（一個基於目前地緣政治界限的香

港）過去的歷程中，文化認同的政治

才可以被轉化。

香港史的表述過程（又或可說是

集體的香港認同感的建構過程），是

由殖民主義、民族國家及本土處境之

間的複雜關係所塑造的。殖民主義的

第一個環節是過去150年來英國對香

港的殖民化。如本文已述，在時下撰

寫香港史的熱潮中，作為書寫歷史的

手段的博物館展覽及歷史文物保存，

皆被英國殖民主義所左右。一如「香

港故事」所示，人與歷史的關係主要

是從英國人的觀點來看，甚至「城市」

歷史的開端，亦始自英國人（事實上

是英國殖民主義）的到來，農村只是

附從於城市的發展。展覽中的社會問

題採納了殖民政府的觀點。主要關乎

本地市民的問題，諸如娼妓、賭博及

疾病，都是本地人口殖民化過程的重

心；對比而言，種族主義及本地人抵

抗殖民化政策等與殖民政府有關的問

題，則永遠不會在展覽中出現。

殖民主義的另一個側面，涉及香

港在1997年7月1日交還給中國。在這

個脈絡下，非殖民化本身就是一種殖

民化。這種諷刺的結果是源自英國對

香港的殖民化。對中國來說，香港是

中國過去與西方帝國主義交手過程中

受辱的記號。英國殖民統治對香港人

的意義遠不如中國政府眼中對大陸中

國人那麼深遠。當香港在1997年7月

回歸中國時，中國將會重新組構其

半殖民的記憶。殖民主義的意涵將根

據中國的論述來譯解。香港人是否

被英國殖民者統治並不是中國關心的

在香港的脈絡中，若

以殖民者及被殖民者

的二元對立來研究殖

民史，那恐怕會徒勞

無功。香港史的表述

過程（又或可說是集

體的香港認同的建立

過程），是由殖民主

義、民族國家及本土

處境之間的複雜關係

所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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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中國聲稱居住於香港的人是中

國人，從而否認香港人的地方特色。

換言之，香港人這一身分並沒有真實

感。事實上，香港是為中國的利益服

務。香港不同於中國其他地區，它使

國內外的目光全聚集於中國身上。對

中國來說，香港是將中國顯示於世界

之前的一個最妥貼的場所。

在中國民族主義對待過渡時期香

港的心態影響下，所有帶有殖民地色

彩的論題將被再殖民化，即根據中國

的需要，把蘊涵英國意識形態的主題

解構，並重新演繹。香港的回歸已為

香港人帶來巨大焦慮。對香港史及古

蹟保存的表述，亦因1997年的來臨而

變得像附魔一樣。「香港故事」所

述說的年代以1984年為終結，然而，

這一展覽的製作卻是在1984年之後才

開始的。故被展覽的時間，唯有涉

及1984年後的時段時才有意義。展覽

的結語以中英兩種文字提醒參觀者

1997年的幽靈。據英文版dn：

“ With the signing of the Joint Declara-

tion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84, China will resume sovereign

over Hong Kong on 1 July 1997. Hong

Kong is now entering a new chapter in

her history.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will become even more prosperous if all

her citizens can maintain their dedicated

and hardworking spirit. ”

反之，中文版卻是do：

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中

國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行使

對香港的主權，香港正邁向一嶄新的

歷史時期；我們相信：只要香港居民繼

續和衷共濟，發揮奮發的精神，一定可

以克服種種困難，把香港建設成一個更

繁榮、更昌盛的樂園。

九七的問題被轉化為九七的焦

慮。這種焦慮清楚地顯示在中文版的

結語中，它提及「困難」，但又沒有指

明它們是甚麼。對九七的焦慮象徵ç

表述香港身分時的危機，這危機的具

體表現為香港人在過去十多年中所經

驗的「政治混亂」及「文化迷失」所引起

的愈來愈少的選擇dp。書寫及教育香

港史將據中國的需要而重新被設計。

對中國而言，香港是在她的地緣政治

範圍之內，灌輸香港人中國民族主義

便成為首務。中國政府不認為香港居

民的想法與中國民族主義可以並存不

悖。舉例來說，政府不斷提醒港人甚

至中國公民，港人欠缺民族、國家意

識，他們亦不懂愛國主義。有鑒於

此，重新安排香港意識形態空間便成

為官方的首要課題。官方語言將是普

通話，本地史將被放進中國國家史的

脈絡中，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將是

這一國家史的焦點。最後，香港的文

化空間亦將被中國民族國家所重塑。

殖民主義在書寫香港史的第三個

環節繫於二十世紀後期資本主義，尤

其是跨國資本主義的重要角色。杜贊

奇（Prasenjit Duara）論證民族主義作為

一政治身分的表述，包涵了政治自我

意識，而這是來自民族國家的世界系

統，那是指視民族國家為唯一合法的

政治形式的意識形態dq。當然，在香

港，政治自我意識不單繫於民族國家

的世界系統，它亦繫於資本主義的世

界體系，特別注重民族國家的去疆域

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意識形態之

語言，以此作為政治群體的另類可

能。民族國家的去疆域化是一新近出

現的現象，那是由民族國家與跨國資

在中國國族主義對待

過渡時期香港的心態

影響下，所有帶有殖

民地色彩的論題將被

再殖民化，即根據中

國的需要，本地史將

被放進中國國家史的

脈絡中。最後，香港

的文化空間亦將被中

國民族國家所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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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球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的角色，

同時又在二者之間建立更緊密的關

係。

在民族國家與跨國資本主義交織

互動的情況下，香港政治自我意識的

表達是由歷史再現及香港跨國資本主

義的論述之間的交往所塑造的。在這

資本主義的模式中，香港被表述為國

際大都會，這從它在全球財務、經

貿、電子通訊及船務各領域的獨特地

位可以看出來。「香港故事」的「當代

香港」部分即表達出這種強烈的資本

主義態度。香港的成就充分表現於房

屋、水庫、填海、娛樂、教育、電子

通訊、交通、工業轉型、船務、政制

改革等事情上。一個細小的展覽場地

之所以能容納大量的資訊，是透過大

量標籤、相片及多媒體達成的。

1990年代的香港歷史表述已是高

科技文化工業的產品，它們本身就已

是香港跨國資本主義的一部分。文化

工業能把真實建構在所表述的內容之

上。文化工業具有潛力及能力去加速

不完整的意識形態之整合；能把想像

的片段與情節轉化為可互換的及糾纏

一體的題材，以供集體認同之用。換

言之，香港的活力來自於二十世紀晚

期的跨國資本主義及高科技。這種活

力藉由維繫事物的秩序去黏合想像的

香港社群。

香港資本主義藉ç經濟投資及香

港人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使

中國成為它的夥伴。「大香港」是顯示

香港資本主義如何跨國運作的一個很

好例子。「大香港」作為一地理經濟概

念，是指在香港資本主義控制下的香

港及中國廣東地區dr。「大香港」的能

量來自香港資本家、中國政府及跨國

公司的複雜互涉關係。在「大香港」的

意識形態中，廣東代表在中國開放政

策及經濟改革中成就最顯赫的地區，

它的活力有助中國推動長期而曲折的

經濟改革過程，而這恐怕亦是東歐改

革所要面對的問題ds。再者，在「大香

港」的意識形態下，廣東經由輸入勞

力與資金而將中國其他地區資本化。

藉ç諸如錄影帶、電影、電台、電

視、報章雜誌等文化工業，「香港」的

觀念及生活方式被傳播到廣東省及中

國其他地區dt。商業主義及文化成為

香港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一環。因

此，「大香港」意識形態能幫助中國政

府，亦能使「大香港」更大：香港資本

主義所創造的成功故事，具有潛在的

世界性意涵。

歷史表述所創造的文化領域，帶

ç文化認同的本質標誌。即使殖民勢

力為香港人建立了基本的規範諸如政

府、法律，但這文化領域卻為它的自

主性劃下了界限。表述歷史常受制於

文化領域的本土處境。英國殖民並不

干擾香港跨國資本主義的文化領域，

官方的歷史表述本身皆受制於

本土的社會處境。賀米巴巴（H o m i

Bhabha）提醒我們，不同身分的規定

及協商，都是在持續而偶發地重塑界

限，並暴露任何聲稱差異的獨特性或

自主性的限制ek。在香港新界的古蹟

保存例子中，一如前文已述，鄧氏暴

露了政府在文物教育上聲稱擁有香港

獨特歷史的合法性的限制。換言之，

在規定政府歷史表述的行動上，鄧氏

藉由特定本土脈絡去表述或詮釋新界

歷史建築之意義，以把編纂歷史轉換

為一歷史過程。

劉宇光　譯

「大香港」是顯示香港

資本主義如何跨國運

作的一個很好例子，

在「大香港」的意識形

態下，廣東經由輸入

勞力與資金而將中國

其他地區資本化。

「大香港」意識形態能

幫助中國政府推動長

期而曲折的經濟改革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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